

摘  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国家对于实现“3060”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文章基于2005-2021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系统测算了中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方向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对我国工业部门低碳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碳强度、产业结构、地区研发水平、工业企业数量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经济集聚程度、工业产业结构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正向影响。该研究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全面铺开提供了理论支持，并为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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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问题是全球关注的重点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3060”目标指明了我国新发展方向。工信部自2015年起多次提出要“深入实施绿色制造推进工程”“大幅提高绿色制造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工业低碳转型势在必行。2022年，我国工业领域碳排放量为5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46%。工业行业的碳排放量一直高居不下，具有较大减排空间，需要承担较大减排责任，但承担减排责任的同时，工业行业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不能被动摇，故减排的同时也需要考虑经济效益。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13年起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种市场化手段，已经被广泛视为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国家对于实现“3060”目标的重大尝试，是我国后续碳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先遣兵”。那么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是否有影响？如果有，会通过哪些因素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市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作为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度量指标，在得出合理价格后，建立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理论框架，分析其影响机制并设计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验证。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通过参数化方法，更加全面、准确的计算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丰富工业碳市场初始定价理论；第二，通过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视角，探析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1 文献综述

1.1 测度指标选取
大部分学者以碳强度和碳排放量作为衡量低碳转型的指标，但仅通过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对工业低碳转型进行指代力度较弱，本文采用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指代工业低碳转型。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能够衡量每减少一单位的排放量所需的经济代价，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各经济体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可以用来反映工业低碳转型的进程。通过梳理已有研究，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主要作用于以下方面：利用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帮助政府进行排污定价(陈诗一，2011a)[1]、设计各省域碳减排额度(田云和陈池波，2021)[2]、预测行业碳达峰时间(魏丽莉和侯宇琦，2023)[3]等。由此可知，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是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方案的有效决策工具。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对尚未完善的碳市场能够起到参照作用，辅助政府机关进一步颁布环境政策、完善碳市场。因此，对其进行准确估计非常重要(陈诗一，2010)[4]。

1.2 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算
Shepherd最早提出了投入和产出距离函数，许多学者基于此进行了研究(Sheperd，1970；Coggins和Swinton，1996；Chambers，1998)[5]-[7]。然而，传统Shepherd函数假定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同比例、同方向增加，导致两者变动趋势不明确，无法适应环境技术的变化。为克服这一局限，Färe构建了效率模型并利用对偶函数测算边际减排成本，随后提出了方向性距离函数(DDF)，成为当代研究的主流方法。

方向性距离函数分为参数化和非参数化两种方法。非参数化方法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通过产出函数构造生产前沿面，计算二氧化碳的影子价格(Wang等，2016；蒋伟杰和张少华，2018；Wu等，2019)[8]-[10]。Boyd等(2002)[11]首次应用DEA估计DDF，之后相关研究不断增加。然而，非参数化方法通过分段函数构造前沿面，存在不唯一性的问题，参数化方法因此更受欢迎。参数化方法需要选择函数构造前沿面，主要使用超越对数函数(Lee和Zhang，2012)[12]和二次型函数(陈德湖等，2016；曹君丽等，2022)[13]-[14]。二次型函数与DDF匹配度较高，能够设定约束条件，减少模型的随机性，因此本文选择二次型函数来求解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目前针对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一般聚焦于行业和地区两大类。地区层面以省域(Du et al.，2015)[15]、城市(魏楚，2014)[16]为主，行业包括全行业(茹雪等，2022)[17]以及工业(魏丽莉和侯宇琦，2023；陈鸣和王科，2024)[3]、[18]、建筑业(曹君丽等，2022)[14]、农业(Zhang et al.，2019；田云和陈池波，2021)[19]、[2]、燃煤电厂(Lee和Wang，2019)[20]等细分产业的比较测算。

综上所述，传统的Shepherd函数已无法满足现代研究需求，非参数化方法虽有所改进，但仍存在局限性，因此参数化方法更具可靠性。政策制定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行业和地区的视角，从省际角度研究2005-2021年间工业的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将更具针对性。

1.3 碳排放权交易政策
Coase理论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1960年，Coase[21]提出通过界定产权和市场自由交易实现帕累托最优。1968年，Dales[22]结合这一理论提出排污权交易，允许企业申请许可证合法排污并进行交易，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控制总排污量。已有的成功案例促使排污权交易演变为碳排放权交易。欧美地区的成功经验促使中国于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随后学者们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广泛研究：Zhang等(2016)[23]通过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该政策能减轻19%至24%的碳排放强度；吴茵茵等(2021)[24]从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协同作用的角度分析减排效应；宋涛等(2023)[25]从空间维度研究该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王文举和钱新新(2024)[26]研究了该政策对中国工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余谦等(2024)[27]则通过PSM-DID和SDID模型检验了政策对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及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大多数研究表明，中国碳市场具备减排效果，但也有不同意见。Wen等(2020)[28]研究发现碳交易政策对于工业CO2排放、GDP、能源排放强度几乎没有贡献。柳亚琴等(2022)[29]指出，碳交易政策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遍推动低碳转型的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效果不显著。

综上，目前关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碳交易政策对碳排放总量、强度和效率的影响，较少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角度探讨低碳转型及政策效果。第二，研究多从地区全行业或细分行业分析，鲜有关注地区工业碳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由于不同省份的工业行业分布不均，且政策制定依赖于省份，因此有必要研究碳交易政策对各省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

2 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度
2.1 测度模型构建
研究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使用范围最广的方法是基于生产理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此类方法又分为参数化方法和非参数化方法。本文借鉴陈德湖等(2016)使用参数化方法计算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将二氧化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引入传统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构建二次型方向性产出距离函数模型，并通过线性规划求解模型参数及进行显著性检验。结合收益函数，计算我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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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是期望产出，b是非期望产出，x是投入要素，包括劳动、资本存量、能源消费。g是方向向量，β是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值。各变量选取指标如下：

(1)投入变量

资本投入。选取各省份和地区工业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具体依照单豪杰的做法计算。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代替。
劳动投入。选取各省份和地区分行业地区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计算。
能源投入。选取各省份和地区工业能源消费总量。包括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和电力，并根据能源转换系数折算成统一万吨标准煤单位。
(2)产出变量

期望产出：工业增加值。选取平减后的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选取各省份和地区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由各省份和地区能源消费量乘二氧化碳排放系数计算得出。

方向性距离函数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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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产出的集合，所有观测值必须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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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结合收益函数并构造拉格朗日函数求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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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p是工业增加值，价格可标准化为1，q是工业二氧化碳影子价格，即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假设方向向量
[image: image9.wmf](1,1)

g

=-

，即期望产出y与非期望产出b同方向增加或减少，具体二次型函数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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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3)

，推导出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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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二次型函数的求解，本文采用线性
规划法求解。根据Färe等对目标函数设定限制条件，使用GAMS软件求解(4)式中的参数，并带入式(5)

求解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2.2 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测度结果及分析
本文根据线性规划法求解的2005-2021年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平均值如表1所示。将各省份的数据按年份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中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年均数值，整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13年，全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达到峰值。2013年，广东省的减排成本达到了4.34万元/吨，而当年其他省份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最低仅为0.36万元/吨，这表明各省份之间的减排成本差异显著。在2005到2021年期间，有7个省份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平均值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减排成本差异化为碳交易提供了市场。

由表1可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份边际减排成本较高，这些省份大多位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控制单位碳排放量所付出的经济代价较大，河南、山西、河北等中部省份边际减排成本较高，可归因于其以工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发展结构；而青海、海南、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市边际减排成本较低，这可能是由于在此类省份中，重工业所占比例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空间较大，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可降低边际成本，北京、吉林、天津等省市边际减排成本较低，其原因在于拥有大批量人才储备、新兴技术、前沿设备等资源，并且进行了产业结构优化，能够较好的控制减排成本。

表1 2005-2021年中国30省市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平均值

Table 1: Averag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Industrial Carbon Dioxide in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21
	地区
	估计值(元/吨)
	排名
	地区
	估计值(元/吨)
	排名

	广东
	20568.4
	1
	上海
	4585.7
	16

	山东
	8990.6
	2
	黑龙江
	4552.1
	17

	江苏
	8816
	3
	内蒙古
	4530.7
	18

	浙江
	7340.8
	4
	重庆
	4453.9
	19

	河南
	7302.7
	5
	云南
	4327.9
	20

	福建
	6581.8
	6
	广西
	4319.3
	21

	山西
	5852.9
	7
	贵州
	4282.1
	22

	河北
	5572.6
	8
	天津
	4220.3
	23

	辽宁
	5289.8
	9
	吉林
	4114.8
	24

	四川
	5271.9
	10
	北京
	4102.5
	25

	湖北
	5225.7
	11
	新疆
	4092.2
	26

	湖南
	5158.8
	12
	甘肃
	4018.8
	27

	安徽
	5088.6
	13
	宁夏
	3824
	28

	陕西
	4907.7
	14
	海南
	3652.1
	29

	江西
	4820.9
	15
	青海
	3561.9
	30


3 研究设计
3.1研究假说
Costantini和Mazzanti(2011)[30]基于波特假说发现环境规制政策会吸引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集聚，从而提升地区的资源配置效率。而碳交易政策作为环境规制的一种，可能会通过碳配额对企业施压，进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降低工业部门的碳排放，优化资源结构，减少地区二氧化碳排放。政策可能会通过碳交易价格影响碳排放量，相应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也可能会受到政策影响产生变动。由全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来看，年均数值于2013年达到峰值，正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的第一年，此后全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呈下降趋势。

据此，提出假说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工业低碳转型有影响作用。

减排成本会对减排效果造成重大影响，减排成本的变动会影响减排主体的积极性(崔连标等，2017)，碳减排成本影响着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企业想要控制生产成本，要么通过技术创新提升能源利用率，要么改用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源动力，掌握先进技术的研发可以增强行业的竞争力，特别是在低碳技术领域的发展，不但能获得政策支持，降低碳排放量、节约减排成本，更能够抢占先机开拓新市场，寻找新赛道。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带动整个供应链使用更多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清洁能源部门的进步。因此，研发水平、产业结构和工业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企业的减排方向与减排目标。产业结构和工业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示地区工业化程度，对判断地区工业低碳转型方向具有重要意义。对外开放程度和经济集聚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潜力及发展现状，碳强度表示单位GDP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些因素与经济密切相关，可能会对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产生影响。

由此提出假说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调控产业结构、地区研发水平、工业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经济聚集程度、碳强度、工业产业结构影响工业低碳转型。
3.2模型构建
由于政策分批推进，各试点地区政策施行时间也不尽相同，同时考虑到DID模型能够很好的将政策实施前后、是否为试点地区交互，有效判断政策实施效果，因此，本文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DID)法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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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Y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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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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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t表示是否为处理组，postit表示政策是否实施；controlit表示影响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且随时间和个体变动的控制变量；μ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控制影响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但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因素；γi表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影响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但不随个体变动的时间因素；εit表示误差项。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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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示地区为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福建之一，其余地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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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表碳交易政策开始在试点地区实施，令非试点地区以及政策开始实施前的试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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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30个省份和地区(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未涉及西藏和港澳台地区)2005-2021年间，共17年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相关变量分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其中被解释变量由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计算得出。
(1)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
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作为本文
的被解释变量。上文计算出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做取对数处理(lnmac)。核心解释变量多时点双重差分变量(DID)是本文的处理组与对照组的乘积。
(2)控制变量
由于碳交易政策和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均与经济息息相关，因此本文根据已有文献总结出以下变量可能影响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产业结构(INS)，利用平减后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地区研发水平(TMT)，利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工业企业数量(lnqys)，取按地区分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外开放程度(FDI)，利用货物进出口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示；经济聚集程度(lnpop),利用各省份年末人口总数与省份面积之比计算出人口密度，并取对数；碳强度(lnCO2ei)，用碳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工业产业结构(H-energy)，利用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全工业行业比重表示。
(3)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全国30个省份和地区2005-2021年的面板数据来评估碳交易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作用。对于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补全。其中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表2 变量名称及说明

Table 2: Variable Names and Descriptions
	变量类别
	符号
	度量指标
	单位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lnmac
	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对数
	元/吨
	+

	核心解释变量
	DID
	多时点双重差分
	-
	-

	控制变量
	INS
	平减后的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
	+

	
	TMT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
	+

	
	lnqys
	按地区分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
	个
	-

	
	FDI
	货物进出口金额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
	+

	
	lnpop
	各省份年末人口总数与省份面积之比的对数
	-
	+

	
	lnCO2ei
	碳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的对数
	-
	+

	
	H-energy
	六大高耗能产业占全工业行业之比
	-
	+


4 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4.1基准回归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工业低碳转型主要体现在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方面，因此，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政策实施的效果。表2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回归中控制年份和地区的固定效应。在第(1)列中未添加控制变量，而第(2)至第(8)列则逐步加入了控制变量，标准误聚类到省份层面。从表2可以看出，在未添加控制变量时，DID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添加，系数值先增后减，但仍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产生了正向直接影响，证实了假说1的成立。

在加入控制变量经济聚集程度后，碳强度变为不显著，再加入工业产业结构后，碳强度变为在5%的水平上显著，针对这种变化考虑是否有高度共线性，结果显示通过了
多重共线性检验，具有可靠性。碳强度、产业结构、地区研发水平、工业企业数量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负向影响，加入后被解释变量系数值增大，可能这些变量与政策措施共同影响减排成本，而控制后揭示了更强的政策影响，在控制这些变量后，政策的真实影响被凸显出来，说明政策本身对减排成本的影响比之前估计的更大；对外开放程度、经济集聚程度、工业产业结构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正向影响，加入后被解释变量系数值减小，可能是这些变量促进先进减排技术的引进和应用，提高减排效率，从而对整体减排成本起正向作用。最终系数较未添加控制变量时略有减小，但仍显著为正，说明控制变量的添加进一步地保证了结果的严谨性。对外开放程度、经济集聚程度、工业产业结构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正向影响，碳强度、产业结构、地区研发水平、工业企业数量不具有正向影响，假说2部分得证。

表3 基准回归分析

Table 3: Baseline Regression Analysis
	
	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对数值(lnmac)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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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7***
	0.169***
	0.170***
	0.197***
	0.212***
	0.143***
	0.118***
	0.110***

	
	(0.0259)
	(0.0268)
	(0.0264)
	(0.0266)
	(0.0266)
	(0.0275)
	(0.0284)
	(0.0287)

	lnCO2ei
	
	0.133***
	0.134***
	0.0979**
	0.0906*
	0.0928**
	0.0684
	0.129**

	
	
	(0.0476)
	(0.0469)
	(0.0467)
	(0.0461)
	(0.0441)
	(0.0444)
	(0.0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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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9***
	0.764***
	0.563***
	0.608***
	0.607***
	0.613***

	
	
	
	(0.198)
	(0.194)
	(0.199)
	(0.191)
	(0.189)
	(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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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6***
	-2.603***
	-3.465***
	-3.444***
	-3.501***

	
	
	
	
	(0.693)
	(0.698)
	(0.681)
	(0.675)
	(0.673)

	lnqys
	
	
	
	
	0.0988***
	0.156***
	0.153***
	0.126***

	
	
	
	
	
	(0.0277)
	(0.0279)
	(0.0277)
	(0.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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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61***
	-0.287***
	-0.294***

	
	
	
	
	
	
	(0.0546)
	(0.0591)
	(0.0591)

	lnpop
	
	
	
	
	
	
	0.436***
	0.472***

	
	
	
	
	
	
	
	(0.141)
	(0.142)

	H-energy
	
	
	
	
	
	
	
	-0.301*

	
	
	
	
	
	
	
	
	(0.164)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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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90
	0.891
	0.895
	0.899
	0.902
	0.910
	0.912
	0.913


注：括号内数值为省份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p<0.01, p<0.05, p<0.1。下同。

4.2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借鉴吴茵茵等(2021)[24]的研究，构建政策开始前4年至政策开始后4年，共9年跨度的年份虚拟变量与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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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示政策开始前t年、政策开始后t年、启动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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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其系数。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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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2013年设定为政策起始年份，图1中交互项的系数反映了政策实施前后减排成本之间的差异。除福建外的试点地区均于2013、2014年施行政策，政策实施前4
年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政策实施当年，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开始有实质区别，政策对处理产生影响，发生了工业低碳转型，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可以通过DID检验政策实施效果。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政策实施前4年(即2009-2012年)，大多数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从政策实施当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政策实施后4年，系数均在5%的显著水平上明显大于0，这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工业二氧化碳的边际减排成本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影响，这可能与碳交易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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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平行趋势检验

Figure 1: Parallel Trend Test
4.3 安慰剂检验
为了增强模型结果的可信度，还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参考吴茵茵等(2021)[24]的研究，从所有省份中进行不重复随机抽样，每次抽取7个省份地区生成对应随机政策时点作为虚拟处理组，其余21个省份地区作为虚拟控制组，抽样过程重复500次。如果碳交易政策对试点地区的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有正向影响，那么表2(8)列DID系数0.110将位于正态分布尾端，图2结果显示，基准回归结果通过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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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个体安慰剂检验

Figure 2: Individual Placebo Test

4.4 其他稳健性检验
(1)剔除同时期政策影响。本文考虑到同时期相关政策也有可能对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了2010年实行的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2012年实行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重新利用模型(6)估计，结果如表3列(1)所示。结果表明，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对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结果的可靠性。

(2)剔除空间溢出效应。本文考虑到政策可能会由试点地区向周围非试点地区扩散，于是剔除试点地区周围的省份：河北、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四川。如表3列(2)所示系数有所降低但仍显著为正，这表明碳交易政策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推动作用显著。

(3)排除预期效应。政策颁布施行前，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出台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选定的试点地区可能由于《通知》产生预期效应，而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可能由于企业调控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而产生波动。因此，本文剔除试点地区政策实行前2年的数据，重新利用模型(6)估计，结果如表3列(3)所示，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结果的可靠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Table 4: Robustness Test
	
	排除政策干扰
	排除空间溢出效应
	排除预期效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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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2***
	0.103***
	0.124***

	
	(0.0293)
	(0.0343)
	(0.032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区域与年份交互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510
	391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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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5
	0.909
	0.915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入手，利用2005-2021年30个省份和地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DID模型，创新性选取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作为工业低碳转型的指征指标，系统评估了中国的碳交易试点政策对于我国工业部门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碳排放交易权试点政策对我国工业部门低碳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经多重检验后结果依然可靠，表明此政策在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促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激励作用。第二，研究揭示了影响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的多重因素。碳强度、产业结构、地区研发水平、工业企业数量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负向影响，对外开放程度、经济集聚程度、工业产业结构对于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具有正向影响。

在“3060”目标的驱动下，《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于2021年正式施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于2024年5月1日起施行，我国碳市场已全面铺开。本文对于碳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地实现工业低碳转型，本文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1， 政府持续推进碳排放交易权政策，加快碳市场建设。随着试点政策的实施，工业二氧化碳边际减排成本得到了较好的
控制，呈现平稳下降态势，碳市场正初步显现成效。在碳市场全面铺开的过程中，政府要做好金融市场秩序维护工作，合理设定碳配额，确立碳交易市场的主导地位，增强市场激励作用和监督作用，在合理范围内干预、调控市场，促进企业自发减碳降碳，从被动减排、临期交易变为主动降碳、自发交易。

第2， 政府、企业双管齐下，加强技术创新，助推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政府从政策角度鼓励技术创新、绿色创新，充分发挥引导作用，在财政和税收上给予一定优惠，对采取低碳技术和清洁能源的企业提供补贴政策。企业加大对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投入，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拓宽人才储备；实施循环经济模式，利用科技手段提升资源利用率，促进资源的重复利用和废物的再利用；改善高耗能工业企业能源消费结构，改进技术、改良机械设备，加大清洁能源使用比例。

第3， 各地区按照自身条件，实行差异化政策。因地制宜，确立最适合当地的低碳政策，按照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及经济发达程度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合理碳配额，不同省份设定适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证政策落地，优质完成“3060”目标。同时各省份不宜“单打独斗”，需多省分工、共同协作，更加高效地实现减排目标，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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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ilot Policy on Regional Industrial Low-Carbon Transition

YIN Fang zheng1,XUE Ya wei1,2,3
(1.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5, China；

2. Research Center of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Qingdao 266525, China；

3. I SMART,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033, China)
Abstract: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olicy tool for the country to achieve the "3060" goa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alculates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in China's industrial sector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from 2005 to 2021. Using this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is employed to explore the dir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impact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on China's industrial low-carbon transi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pilot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low-carbon transit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2) carbon intensity, industrial structure, regional R&D levels, and the number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negatively affect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industrial carbon dioxide, while the degree of opennes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and offer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 on China's industrial low-carbon transi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Economy;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policy; industrial low-carbon transition; marginal abatement cost of carbon diox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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